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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四项基本权利”及其刑罚向度
 
江国华

摘 要:四项基本权利,即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政治权利,构成了立宪国家公民基本

权利体系之基本内核。唯其如此,大多法治国家均将四项基本权利之克减设定为法律保

留之范畴;而在为法律所保留的诸项克减手段中,刑罚最为严苛,相应地,各国对其规控也

最为严密。至今,轻缓化与人道化已然成为基本权利之刑罚限夺的总体态势;为顺应这一

态势,中国当进一步贯彻刑罚谦抑原则,让其真正回缚于宪政轨道,以免公民基本权利受

到过度侵蚀而名不副实。
关键词: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政治权利;刑罚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政治权利构成了基本权利体系

的基本内核———现代社会的一切关乎基本权利保障的制度安排,都是围绕着这个基本内

核而展开的;“四项基本权利”之限制或褫夺程度成为衡度一国公民基本权利之容量及其

保障水平的基本标尺。

一、“四项基本权利”与近现代刑罚总态势

(一)生命权与死刑立法

生命权的法律保护与死刑立法始终是一对矛盾。20世纪以来的人权立法中,有关生

命权的保护大多与对死刑的限制相勾连———比如,在《世界人权宣言》及联合国后来的《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不仅规定了人人享有生命权,而且特别指出,死刑是一个

严重的问题,应对其作出种种必要之限制;《美洲人权公约》也在宣告人享有生命权的同

时,对死刑作了种种限制,并规定每一被判处死刑的人均有权请求赦免、特赦或减刑(赵雪

纲,2004:304-317)。
但就其整体趋势而言,随着人们对生命权保护意识的增强,死刑立法总体上呈轻缓化与

人道化走向。具体表现有三:(1)从法律规定的数量来看,对应判处死刑的罪行的种类大为

减少;(2)死刑由原先的多种残酷执行方式而变为以较为人道的方式来执行;(3)在进入19
世纪以后,世界很多国家出现了一个废除死刑的高潮(胡云腾,1995:63-70)———根据英国学者

罗吉尔·胡德的统计,截至2001年,在全世界194个国家中,完全废除死刑的国家是75个,
占39%;废除普通犯罪死刑的国家是14个,占7%;保留死刑的国家是105个,占54%。在

保留死刑的国家中,又有34个国家在过去10年中没有执行过死刑,属于事实上废除死刑的

国家。如果将废除普通犯罪死刑的国家和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都归入废除死刑的国家,
那么,废除死刑的国家就有123个,保留死刑的国家只有71个,即废除死刑的国家占国家总

数的64%,而保留死刑的国家只占国家总数的36%(陈兴良,1995:17-25)。且“最重要的是,全
球性的废除死刑运动在新千年里看不到任何减缓的迹象”(RogerHood,20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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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国而言,死刑立法也呈收缩趋势。具体表征有三:(1)死刑适用主体之范围有所收缩。根据

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

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审判时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一修改将不适用死刑的对象

增加了一个人群,即“审判时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2)死刑数量趋减。《刑法修正案(八)》将死刑数量

从68个锐减至55个———这是1979年新中国《刑法》颁布以来的第一次削减死刑罪名;鉴于此次所废除

之死刑罪名全为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故学界普遍认为这也展示了我国死刑立法正朝着限制并废除经济

犯罪死刑的方向努力。(3)“少杀慎杀”思潮渐入主流。一则自2007年7月1日起,下放了长达26年之

久的死刑复核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对上报的死刑案件的改判率在10%以

上;二则死缓在所判决的死刑案件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二)财产权与财产刑立法

“金钱是自由的凝聚物”,财产是自由的象征———“在全部基本权利中,财产权的任务就是保障基本

权利的主体在财产法领域内的自由空间。”(小山剛,2005:318)所以,财产法乃人类最早的立法;而且,迄今

为止的人类立法史在本质上就是财产保护法的演变与发展史。与此相对应,作为对财产权合法剥夺的

财产刑立法也同样源远流长,财产刑是从原始社会复仇时代的赔偿金制度发展而来的。在我国,没收财

产刑以法律规范形态出现,始见于战国时魏国的《法经》。没收财产在《法经》中称之为“籍”,“籍”为没收

的意思。在当时没收财产刑是作为重大犯罪的附加刑使用的(马登民、徐安往,2004:78)。
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立法对财产刑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均有比较严格的规定,且往往以罚金刑的形式

出现;但仍有保加利亚、蒙古、越南和我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在刑法典中设有没收财产刑。在我国,罚金刑

和没收财产刑均属于刑法典第34条所规定的附加刑。所不同的是罚金刑可以单独适用,没收财产刑则

是唯一不可单独适用的附加刑———但从刑法典的规定来看,没收财产刑是一个适用范围较广的附加刑,
在现行刑法典中共72个罪名可适用没收财产刑(方文军,2000:28)。财产刑的范畴涉及:(1)公民的合法

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2)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3)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

财产;(4)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此外,对于没收全部财产刑还设有人性化条

款:刑法第59-60条规定,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要的生活费

用。这些规定意味着即使犯罪分子被没收全部财产,犯罪分子本人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仍然能够得到

保障,不至于陷入生活的绝境,有利于保障民事生活的稳定与持续。
在其现实意义上,我国财产刑的适用呈轻缓趋势。具体表现有四:(1)我国财产刑逐渐向罚金刑转

变;(2)没收财产刑和罚金刑在一审案件中的适用比例均呈下降趋势;(3)没收财产刑主要适用于一审案

件,其在二审案件中的适用比例比较低;(4)没收全部财产刑很少在二审案件中适用(姚贝,2011:73-102)。
(三)自由权与自由刑立法

自由从来就不是恣意的,而是有限度的,实质上系法定范围内的自由———“坚信个人自由的时代,始
终亦是诚信个人责任的时代”(Friedrich·A·Hayek,1978:71)。但对立法者而言,只有基于公共利益的考

量才能有条件地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因此,即使是立法机关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也不是恣意的———公民

基本自由权系一个整体,对任何一项自由权的限制都意味着对其全部自由权的限制。如果没有人身自

由,其他一切自由都形同虚设。
在所有限制公民自由权的法律中,刑法最为严苛———近代之后,作为身体刑、流刑等酷刑的替代者,

自由刑逐渐在刑罚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自由刑的发展趋势被概括为“轻轻重

重”———所谓“轻轻”即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重的犯罪,处罚更趋轻缓;“重
重”即对严重的犯罪,处罚较以往更重(杨春洗,1994:39)。以英国刑罚为例,其近20年来的发展呈两大趋

势:(1)监禁刑的立法和适用有“重刑化”的倾向;(2)非监禁刑的大量采用,包括罚款、缓刑、保护观察令、
社区服务等(HowardAbadinsky,2008:185)。

在我国,现行刑法典所设立之自由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等四类刑种———按照对公

民自由权限制的长短,可以分为长期自由刑(无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中期自由刑(3年以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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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下有期徒刑)、短期自由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其适用范围涵盖所有罪名。
在其现实意义上,我国自由刑立法乃至司法在整体上趋向理性与规范,其表征有三:(1)“宽严相济”

原则贯穿立法与司法全过程。所谓“宽”意味着刑罚的轻缓化,即对轻罪,能不以犯罪论处的就不予入

罪,能不判处刑罚的就不判处,能不监禁的就不监禁;所谓“严”意味着严密、严厉,即一方面要争取做到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使犯罪得到及时有效的惩罚;另一方面,对严重的犯罪应坚决予以严厉处罚,尤
其对屡教不改的累犯,从重处罚;“济”是协调、互补之意,“宽严相济”即要求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有

度;(2)向非监禁化演进———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新设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措施,是我国自由刑立法朝

非监禁化演进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属性上说,社区矫正之要义有三:(a)社区服务刑强制罪犯从事一定的

劳动,以期达成刑罚之惩罚与教育之目的;(b)调动社会资源参与刑罚执行,促使行刑社会化;(c)避免监

禁刑之弊病,有利于罪犯刑满后迅速适应社会;(3)刑事和解等恢复性司法兴起,通过国家的居中调解,
促使被告人与被害人面对面协商,化解社会矛盾(叶旺春,2009:24-29)。

(四)政治权利与褫夺公权刑立法

褫夺公权刑发轫于17世纪英国的“褫夺公权之法案”(BillofPainsandPenalties)。但是,18世纪

之后,英国议会渐次减少使用褫夺公权之法案,而较多使用弹劾法案,在1798年通过最后一个褫夺公权

之法案后,议会制定褫夺公权之法案视为禁止。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延续这一传统,在其拟定宪

法第一条关于国会权限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就针对联邦议会和各州,两次写进了“不得立法”通过

褫夺公权之法案的规定———美国1787年宪法中保存了针对总统和法官的弹劾程序,使国会可以制约总

统和司法系统,但明确地废除了立法机构通过褫夺公权之法案的权限。据此,褫夺公权之法案是违宪

的。至今,纵观各国刑法典,一般不存在剥夺公民政治权利的规定,即便是有涉及公权褫夺的规定,其内

容一般也仅限于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我国,自1910年《大清新刑律》伊始,褫夺公权即被纳入刑罚体系。现行刑罚体系中的“剥夺政治

权利”则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密切相关———毛泽东在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在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

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
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

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毛泽东,1991:1475)随

后,《共同纲领》第7条、1950年11月28日中央法制委员会颁布的《关于“褫夺公权”刑名的改正及其解

释》对“剥夺政治权利刑”予以确认,并沿用至今。
就其功效而言,剥夺政治权利刑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占据一定地位,对国家建设和发展起到一定的积

极作用,特别是在建国初期,剥夺政治权利刑对巩固政权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
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剥夺政治权利刑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逐渐凸显其弊端:(1)在合法性

上,剥夺政治权利存在违宪性之嫌疑;(2)在适用上,缺乏灵活性;(3)在执行上,剥夺政治权利存在操作

上的疑难;等等。

二、“四项基本权利”与中国刑罚体制改革向度

客观地说,中国刑罚制度在近30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种进步在刑罚的设定、裁判和执行等诸

多环节中多有体现。但是,鉴于其直接关涉“四项基本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它意味着刑罚制度不仅

表征着一国之人权保障水平,也代表着一国之法治文明程度。因此,为确保公民的“四项基本权利”免受

刑罚之过度侵蚀,刑罚制度改革实为我国基本权利保障制度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一)生命权与死刑制度改革

随着人权观念的深入和普及,我国在死刑适用上愈加审慎与克制,但在实证法的意义上,我国死刑

立法仍具有相当的“侵略性”。具体表征有二:(1)死刑判决和执行数量居各国之首———联合国经社理事

会在关于死刑的第6个五年报告中指出,中国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即便是在我国《刑法修正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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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行之后,我国死刑犯罪在刑法典所规定的犯罪数量中的比重仍高达20%;(2)死刑立法对经济领域介

入之深度为世所罕见———当今世界只有少数国家刑法存在对经济犯罪处以死刑之规定,但我国即便是

在《刑法修正案(八)》削减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死刑之后,仍有31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可以判处

死刑,占据死刑犯罪的60%。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死刑制度尚有相当可改善之空间:
其一,死刑设定、裁判和执行诸环节均须恪守宪法原则。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

人权”之规定内在地包含了对生命权的“尊重和保障”,死刑制度当以此为原则———“宪法最高法律地位

的属性要求刑事法律的制定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凡是违背宪法原则和宪法规定的具体刑事立法不能产

生法律效力……刑事法律的制定当然要遵守宪法原则,追随宪法的价值理念。”(秦前红,2007:65-69)生命

不可逆转,死刑立法当慎之又慎,若无必要,不可妄设死刑;同时,敬畏和尊重生命之理念当贯彻至死刑

裁判、复核和执行整个过程之中。
其二,拓展死缓即死刑缓期执行的适用空间。死缓是我国刑事立法在“少杀、慎杀”理念下对限制死

刑所规定的开创性制度;它既保证了刑罚的威慑性,又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和维护,“具有保持死刑和限

制死刑的双重功能。”(陈兴良,2007:86)故此,在未来死刑立法中当进一步放宽死缓适用条件,拓展其适用

范围,增加其在死刑构成中的比重。
其三,减少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规定。“目前的国际社会,就死刑的适用程度而言,只有约17

个国家还保留死刑适用于各种形式的非暴力经济犯罪。所有这17个国家都位于亚洲、非洲或中东地

区,其中4国至少10年未对任何罪犯实施过死刑。根据大赦国际的报告,在剩下的13个国家中,只有

6个国家在过去的‘几年中’对经济犯罪实行过死刑,他们是朝鲜、伊朗、伊拉克、苏丹、越南和中国。”(赵
秉志,2004:56)据此,我国死刑立法当考虑:(1)摒弃死刑崇拜观念———事实证明,死刑并不是预防经济犯

罪的有效途经,中国此前44个经济犯罪的死刑规定并没有成功地阻却经济犯罪;(2)鉴于经济性非暴力

犯罪之危害性远不及暴力性犯罪,且生命价值并非经济利益所能够衡量的,故须严格限制经济性非暴力

犯罪死刑适用条件与范围;(3)废除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死刑乃大势所趋,目前世界各国保留死刑也往往

是针对暴力性犯罪而言,中国当顺应这一趋势,而不是逆行其道。
(二)财产权与财产刑制度改革

在我国,尽管财产刑的适用频率和适用范围均呈下降趋势,并在整体上展示出走向轻缓之态势。但

在立法上,我国财产刑的设置仍存诸多弊病,其表征有五:(1)我国仍属于世界上少数几个保留没收财产

刑的国家之一,而且其适用范围相当广泛,可使用的罪名达72个之多(马如栋,2010:132-135);(2)我国没

收财产刑包括全部没收和部分没收两种,其中全部没收带有严重的重刑主义和报复主义色彩;而部分没

收则由于立法在数量上缺乏明确规定,给法官留有太多的自由裁量空间,成为“司法寻租”的重要缺口;
(3)我国刑法没有区分一般没收与特别没收,混淆合法财产与非法所得之界限,并有侵蚀合法财产之嫌

疑;(4)没收财产刑以个人全部财产为限,而罚金刑则没有设定限度,罚金刑超过全部财产额的现象在司

法实践中常有发生;(5)罚金刑设有随时追缴制度,让罪犯随时承载着被剥夺的煎熬。为此,我国财产刑

当有必要进一步保持克制或谦抑,其要义有三:
其一,恪守财产权保障之宪法原则。自2004年修宪以来,保障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成为我国的一

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刑事立法所设定的财产刑理所应当在这一原则面前保持克制,不得擅夺或者滥蚀宪

法所维护的法益。
其二,限制没收财产刑,并在条件成熟时最终废除没收全部财产刑。具体有四:(1)对刑法59条作

出限制性解释:一则明确没收财产刑仅针对犯罪分子本人之财产,不得殃及家庭共同财产;二则明确没

收全部财产的范围;三则将没收财产的对象限定在“违法所得”;(2)明确规定没收部分财产计算标准和

最高限度;(3)逐渐减少没收全部财产的适用频率,压缩其适用范围,并最终废止没收全部财产刑,以没

收违法所得及违禁物品刑取代:(4)在展开财产罪的具体解释论时,也必须要辨别究竟是应该诉诸于私

法秩序的问题,还是应该通过刑事法加以处理的问题(山中敬一,2004:223)。
其三,规范并改革罚金刑。具体有三:(1)设立统一的相对确定的罚金刑,并为罚金刑设置相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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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的科罚准则,据此准则,法官在量刑时在结合其犯罪情节和经济状况,确定切实可行之额度;
(2)为罚金刑设置界限———明确规定罚金刑最高金额不得超过本人的全部财产;(3)效仿没收财产刑,为
罚金刑增设人性化兜底条款———罚金刑的设置应当以不影响其本人及家属基本生活为底线,并遵循民

事法律关系优先原则,以保证相关债权人合法权益。
(三)自由权与自由刑制度改革

尽管我国刑事立法在总体上呈理性化与非监禁化之演进态势,但其中问题仍然很多。具体有三:
(1)无期徒刑、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的衔接不够合理,导致死刑依赖症;(2)自由刑之间跨度过大,易导

致公民自由权受限与所受刑罚不匹配;从短期自由刑所剥夺或限制公民自由之期限至长期自由刑所限制

之期限,区分层级较少,易导致公民犯罪行为之差异与自由权受限之差异不相称;(3)剥夺自由刑与限制自

由刑之配置欠衡平,不利于保障公民自由权。为此,自由刑制度有必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完善思路:
其一,调整刑罚结构,推动自由刑配置科学化:(1)进一步加重长期自由刑和死缓等的处罚力度,压

缩其与死刑之间的间隙,减少对死刑立即执行的依赖,为严格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并最终废除死刑

奠定基础;(2)压缩短期自由刑之间的跨度,可考虑增设不确定自由刑———徒刑的期限不应该是罪行的

“交换价值”的量化,它应该根据犯人在监禁期间的“有效”转变来调整。(3)建立短期自由刑易科制度,
“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洛克,2009:35)为了尽可能的促进罪犯重获自

由、体现刑事立法者对于公民自由权利的尊重,“在立法上可以规定短期自由刑易科非监禁刑制度,具体

可包括易科罚金、易科社区服务、易科资格刑等;其次,还应健全短期自由刑执行犹豫制度,并在司法中

尽量减少短期自由刑的宣告;改革短期自由刑的执行方式。”(赵秉志,2008:178-188)

其二,通过立法方式,规范刑事和解制度,完善裁量不起诉制度。(1)规范刑事和解制度,即通过国

家司法机关的居中调解,促使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达成和解,以图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与犯

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利益,并最大程度地修复遭犯罪损害的社会秩序———在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已在逐

渐推行,但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有关刑事和解程序和适用条件、范围等规

定,并在刑法中规定刑事和解之法律效果,譬如被告人可基于与被害人的和解获得罚金等非监禁刑或适

用缓刑;(2)完善裁量不起诉制度。裁量不起诉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刑事制度,其功能有二:(a)对轻微

刑事犯罪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就作出处理决定,可以节省司法资源;(b)使罪犯免受刑罚,有利于其重

返社会。但在实际运行中,检察机关的裁量不起诉受多重因素制约,特别是在“起诉率考核”态势下,该
制度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为此,有必要完善裁量不起诉制度,在立法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势下,可考

虑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可诉可不诉的,一律不诉”等原则。
其三,完善刑罚执行变更制度。以减刑、假释为代表的刑罚执行变更制度是我国的重要刑罚执行机

制,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中的具体体现。针对其在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学界的主流意

见是:通过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重新对减刑、假释适用权进行权力配置,将检察机关

引入减刑、假释程序(周立刚、刘智勇,2011:52-54)。
其四,以立法方式完善自由刑执行社会化机制。基于对公民基本权利之保障和实现刑罚之矫正目

的,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探索较为缓和的刑罚执行措施(DorisLaytonMackenzie,2001:299)。比如,为
推行行刑社会化,美国近年来采取了缓刑、假释、转向方案、家中监禁、中途之家、间歇监禁、社区矫正等

许多措施(赵秉志,2008:178-188)。实践证明,这类措施既有助于罪犯改过自新,也降低了国家的成本。在

我国,尽管早在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

点工作的通知》,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社区矫正正式写入刑法,规定对管制、缓刑、假释三种

社区刑罚实行社区矫正。这些规定使得“社区矫正”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刑法文本中,从法律意义上确立

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性质,这标志着社区矫正制度正式上升为法律层面,是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建立的重大

标志。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社区矫正的对象包括被判社区矫正刑的、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

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张维炜,2011:20-21)。但是,社区矫

正制度的相关立法仍显不足,故有必要在完善刑事诉讼法的同时,适时制定《社区矫正法》,明确自由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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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的法律地位、经费来源、监控机制与评价机制等,规定其适用程序、范围和条件等。
(四)政治权利与褫夺公权刑制度改革

德国刑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指出:“自从有刑法的存在,国家代替受害人实施报复时开始,国家就承

担着双重责任:国家在采取任何行为时,不仅要为社会利益反对犯罪者,也要保护犯罪人不受受害人的

报复。”(拉德布鲁赫,1997:96)剥夺公民政治权利刑也应当遵循这一基本立场,不得僭越公民政治权利的

底线,确保公民政治权利能够得到正当地、适当地伸张。目前,完善褫夺公权刑罚制度已然成为我国人

权保障制度的一项基本诉求。其理路有二:
其一,变更“剥夺公民政治权利”为“褫夺公权刑”。“我国现行宪法中虽然提到剥夺政治权利,但是

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进行限定,改变剥夺政治权利的称谓,并不违宪。”(吴平,2000:312)另外,“剥夺政治

权利”的名称其政治色彩过浓,容易导致国际人权政治纠纷。因而,可以由“褫夺公权刑”取代“剥夺公民

政治权利”。诚然,此“褫夺公权刑”须具体适应中国国情,其要义有三:(1)褫夺公权刑之处罚原则上以

褫夺公职资格为主,褫夺个人政治权利为辅;(2)在褫夺公民个人政治权利上应符合《公民权利与政治权

利公约》之规定,其范围应限定于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不应包括出版、集会、言论自由等政治自由

权;(3)在褫夺职权上应当限定为公权,而非私权,即公务员、公职候选人之资格。
其二,完善资格刑体系。资格刑所剥夺的资格既可能是犯罪人过去已经取得的资格;也可以是犯罪

人未来将要取得或可能取得的某种资格(李洁,2008:179)。因此,资格刑除剥夺政治权利刑之外,还包涵

剥夺公职、剥夺从事一定行业的权利、剥夺从事一定活动的权利、剥夺国籍等。这就意味着,剥夺政治权

利仅仅是资格刑之一,而不是全部。因此,有必要完善刑法典中有关资格刑的规定,主流学者的观点有

三:(1)完善资格刑种类,增设剥夺或者停止职业资格、执业资格、经营权、从业权利等公民、法人资格刑

罚类型;(2)完善资格刑条件、期限和执行方式。我国有关资格刑执行依据集中于刑法第55-58条有关

适用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条件和期限之规定,但因其过于简单,而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未来刑法修

订中应当细化、规范资格刑条件、期限和执行方式等;(3)发挥资格刑矫正作用,建立复权制度(刘清波,

1970:158)。它是一种专属于资格刑的刑罚消灭制度,“如果当事人不再有任何危险状态,也就没有必要

再保留某些措施。正是因为刑罚具有报应性质、预先确定性质以及最终确定性质,所以,为了终止这些

措施的某些效果,应当规定一种比特赦制度更为灵活,更少一些专断性质的制度。”(卡斯东·斯特法尼,

1998:685-686)故在资格刑体系中建立复权制度,意在鼓励罪犯改过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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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fourbasicrights,namelytherighttolife,liberty,propertyrightsandpoliticalrights,constitutethebasicker-
nelofcitizens̀fundamentalrightssysteminconstitutionalstates.Assuch,mostofthecountriesundertheruleoflawsetthe
derogationoffourbasicrightstothecategoryoflegalreservation,whileinallthemeansoflegalreservation,penaltyisthe
moststringent,accordingly,soallcountriescontrolitbythemoststrictmeans.Sofar,themitigationandhumanismofpen-
altyhasbecometheoveralltrendforpenaltyrestrictionofthebasicrights,inordertofollowthistrend,Chinashouldimple-
menttheprincipleofrestrainingpenalty,letthepenaltyreturntotheconstitutionalismtrack,inordertoavoidexcessiveero-
sionofcitizens̀fundamentalrightsandbemoreinnamethanin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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